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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职业呼唤是激发员工积极工作态度和行为的重要方式。 本文基于自我决

定理论的视角来考察精神型领导如何影响员工的职业呼唤，并探讨员工权力距离倾向的

调节作用。 基于 ３６３ 位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员工的调查研究发现：精神型领导显著正

向影响员工的职业呼唤，员工的自主性动机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员工的权力距离倾

向正向调节精神型领导与其职业呼唤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表现为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即对于

高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精神型领导通过自主性动机的中介作用对其职业呼唤的积极影响

会更加显著。 研究结论对于组织有效促进员工的职业呼唤、内在激励员工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精神型领导　 职业呼唤　 自主性动机　 权力距离倾向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６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５７６６（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３８—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跨界共享的组织竞合与突破性创新机制研究”（７１８３２００４）；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上级绩效考核政治对下级伦理行为的影响机制：从二元关系到三元关系”（２０１８ＪＪ２５４０）。
　 作者简介：史珈铭，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人力资源管理与社会保障，电子邮箱：９６３８５９３１４＠ ｑｑ． ｃｏｍ；赵书松，男，副教

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电子邮箱：ｚｈａｏｓｈｕｓｏｎｇ３０６＠ １６３． ｃｏｍ；吴俣含，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是组织行为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电子邮箱：１２０３００５８４２＠ ｑｑ． ｃｏｍ。 通讯作者：赵书松。

一、 引　 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金钱与物质等外在报酬对于员工的激励作用不断递减，组织亟需一种

能够持续激励员工的内在驱动力量。 职业呼唤（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这一源于宗教领域的概念，被学界认为

具备这种力量。 所谓职业呼唤，是指个体在工作中体验到目的感、充实感和意义感以及内在乐趣和自

我价值实现的心理构念。 具备职业呼唤的个体往往会表现出更高程度的工作满意度（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等，
２００９） ［１］、职业承诺（Ｄｕｆｆｙ 等，２０１１） ［２］、工作投入（Ｄｏｂｒｏｗ 和 Ｔｏｓｔｉ⁃Ｋｈａｒａｓ，２０１１） ［３］ 和组织公民行为

（Ｅｌａｎｇｏｖａｎ 等，２０１０） ［４］。 职业呼唤的内在激励效用也引起实践界的广泛重视，例如 Ｍｏｎｓｔｅｒ 公司的口

号就是“Ｙｏｕ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ｉｓ Ｃａｌｌｉｎｇ”。 然而，如何激发个体的职业呼唤？ 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仍处于“婴儿

阶段”（ｉｎｆａｎｃｙ） （Ｄｕｆｆｙ 和 Ｄｉｋ，２０１３） ［５］。 仅有 Ｊｏｈｎ 等（２０１５） ［６］、Ｄｕｆｆｙ 等（２０１２） ［７］、Ｈａｒｚｅｒ 和 Ｒｕｃｈ
（２０１２） ［８］和 Ｘｉｅ 等（２０１６） ［９］探讨了宗教信仰、工作兴趣、核心自我评价和职业认知对职业呼唤的影

响。 然而，这些研究结果尚不足以指导职业呼唤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鉴于此，开展更加深入的职业

呼唤前因与形成机制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领导是影响个体工作态度和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 和职

业呼唤一样，精神型领导也起源于宗教领域。 精神型领导强调满足个体追求工作和生命意义联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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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通过构建并向员工传递清晰且振奋人心的愿景，进而促使员工产生一种自己能为世界带来不同

价值并从生命中获取意义的卓越体验（Ｆｒｙ 和 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９） ［１０］。 由此可见，精神型领导高度契合职业

呼唤对于生命和工作意义的重视，很有可能是影响员工职业呼唤的重要前因。
领导有效性研究认为，领导对于员工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以影响员工的动机或认知而间

接发挥作用的（Ｗａｎｇ 和 Ｈｏｗｅｌｌ，２０１０） ［１１］。 精神型领导对员工职业呼唤的影响是否也同样需要借

助某一心理认知变量的中介作用呢？ Ｄｏｂｒｏｗ 和 Ｔｏｓｔｉ⁃Ｋｈａｒａｓ（２０１１） ［１２］从工作动机的角度对职业呼唤

进行了界定，并强调职业呼唤与自主性动机紧密相关。 那么，精神型领导能否通过激发员工的自主性

动机而显著促进个体的职业呼唤呢？ 自我决定理论对此提供了富有启发的理论视角。 领导权变理论

指出，个体和情境因素会制约领导行为有效性的发挥。 如果精神型领导通过员工自主性动机影响其

职业呼唤的话，这种影响存在何种边界条件呢？ 为了回答上述核心科学问题，本文拟基于自我决定理

论，以自主性动机这一把“钥匙”为切入点，探讨精神型领导与员工职业呼唤之间的内在关联。 首先，
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探究精神型领导影响员工职业呼唤的内在过程，回应 Ｄｕｆｆｙ 和 Ｄｉｋ（２０１３） ［５］

对于职业呼唤研究要强化理论导向的呼吁；然后，探讨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作用，建构有中介的调节

模型，深化精神型领导影响机制的情景化研究，揭示精神型领导影响员工职业呼唤的约束性条件。

二、 理论与假设

１． 职业呼唤

职业呼唤历经了由神圣化向世俗化的转变过程。 １６ 世纪以前，呼唤仅应用于宗教领域，意指在上帝

的召唤下，个体积极回应并展现出对社会有益的行为。 此后，随着个体对于生命与工作意义的追寻，呼唤

得以世俗化并被职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广泛应用于工作领域，以探析员工的基本工作态度。 最具代表

性的是 Ｂｅｌｌａｈ 等（１９８５）［１３］把职业呼唤视为一种工作取向，与谋生取向和职业取向并列，三种取向描述了

人们能够从工作中寻找到的不同意义。 谋生取向的个体，工作的意义在于获得外部报酬；职业取向的个

体，工作的意义在于获得权力和威望；而呼唤取向的个体，工作的意义在于获得充实感、意义感和目标感。
学界对职业呼唤概念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职业呼唤蕴含着强烈的意义感和

目的感，与个体的生命意义和自我实现紧密相关，比如 Ｂｅｌｌａｈ 等（１９８５） ［１３］ 就认为具备呼唤的个体

会视工作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二是认为职业呼唤蕴含着帮助他人、服务公共福祉的意愿，
例如 Ｄｉｋ 和 Ｄｕｆｆｙ（２００９） ［１４］强调呼唤是基于亲社会动机去实现自我价值的心理构念。 学界对于职

业呼唤的来源和指向领域存在歧见：①学界对于职业呼唤源于外部还是内部尚未达成统一意见。
Ｄａｌｔｏｎ（２００１） ［１５］认为，当个体感知到上帝的号召时，更容易产生职业呼唤；同样持职业呼唤源于外

部观点的还有 Ｈａｌｌ 和 Ｃｈａｎｄｌｅｒ（２００５） ［１６］，只不过他们认为职业呼唤的来源应该更加世俗化，包括

家庭、社会和国家在内的外部因素都能够成为个体职业呼唤的来源。 与职业呼唤源于外部的观点

相对，Ｂｕｎｄｅｒｓｏｎ 和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２００９） ［１７］认为职业呼唤是受兴趣、热情或者价值观驱动的心理构念。
②学界对于职业呼唤的指向领域是正在从事的特定职业还是一般性职业也未达成共识。 以

Ｄｏｂｒｏｗ 和 Ｔｏｓｔｉ⁃Ｋｈａｒａｓ（２０１１） ［１２］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职业呼唤涉及个体正在从事的工作，比
如教师、警察和消防员等；而 Ｓｔｅｇｅｒ 等（２０１０） ［１８］认为呼唤是一个动态构念，不同情境和自我认知条

件下的个体很有可能会有不同的职业呼唤，这暗示职业呼唤可能指向一般性的工作情境。
综合已有研究结果，本文倾向认为职业呼唤是内外部综合作用的结果，并由此将精神型领导和

自主性动机纳入到影响机制中。 针对职业呼唤的指向领域，本文认为，目前的职业呼唤研究过于聚

焦特定的职业，比如医生、教师、护士和警察等公共服务性质较强的职业。 然而，职业呼唤的核心要

素是亲社会性，无论何种职业，只要使其他人共享了劳动成果，让他人及社会受益，那么个体就能体

会到工作的充实感、意义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因此，摒弃过去职业呼唤研究指向特定职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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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普通工作人群泛化的职业呼唤是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职业呼唤是受外

在引导（家庭、社会和国家）和内部驱动（兴趣、热情和价值观）的双重作用，使得个体视工作为获取意

义感、目标感、充实感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且以亲社会导向为主要动机来源的一种心理构念。
２． 精神型领导

虽然精神型领导的产生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多数学者基于拓展精神型领导应用领

域的需要而认为对精神型领导与宗教的关系进行暧昧化处理是必要的。 综观现有研究，Ｆｒｙ
（２００３） ［１９］对精神型领导进行了最为系统的探究。 Ｆｒｙ（２００３） ［１９］认为，精神型领导是内在激励员工以满

足员工呼唤和成员身份等精神性需要的新型领导理论，并提出了精神型领导的三个维度：愿景、信念和利

他之爱。 愿景是指精神型领导以鼓舞性目标内在激励员工，值得注意的是，与变革型领导倡导的将组织

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愿景不同，精神型领导所倡导的愿景实现了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的协调；信念

指的是向个体传递通过努力能够实现未来目标的心理力量；利他之爱指的是领导对个体的关怀和重视。
Ｆｒｙ（２００３） ［１９］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精神型领导满足员工精神性需要进而产出积极结果

的作用逻辑：精神型领导的愿景、信念和利他之爱三个维度能够满足员工呼唤和身份认同的精神性

需要，而满足了精神性需要的个体会忠于组织，进而产出较高的组织承诺和组织绩效。 Ｆｒｙ 及其合

作者针对上述逻辑，在学校、医院和政府等诸多组织中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作用逻辑具有

较好的解释力。 本文即是基于此来探究精神型领导是如何促进员工职业呼唤这一精神性需要的。
３． 精神型领导对员工职业呼唤的影响

精神型领导与员工职业呼唤存在诸多联系：其一，精神型领导着眼于员工的精神性需要，即个

体追求工作和生命意义的需要，而职业呼唤指向工作与生命意义的联结，通过工作感知生命意义；
其二，精神型领导意图增加个体的内驱力，而具备呼唤的员工有着较高水平的内驱力。 由此可见，
精神型领导高度契合职业呼唤的基本特征，很有可能是员工职业呼唤的前因。

职业呼唤的基本特征是亲社会性和意义性（Ｄｉｋ 和 Ｄｕｆｆｙ，２００９） ［１４］。 精神型领导之所以能激发员

工的职业呼唤，主要是因为精神型领导的三个维度能够激发员工对于工作的亲社会性和意义性认知。
首先，精神型领导能够增强员工的亲社会性感知。 精神型领导以振奋人心且实现了员工和组织利益

协调的愿景、激励目标定能实现的信念以及以员工为中心的利他之爱内在激励员工。 员工在响应精

神型领导而去努力实现目标、增强自我效能以及感知无微不至关爱的同时，会对领导、工作和组织产

生较强的情感承诺。 基于互惠心理，这种来自于领导的关怀和帮助，会反过来促使员工以较好的工作

绩效、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回报领导和组织，由此形成领导 －员工互惠的良性循

坏，而亲社会动机在这个过程中能够得到强化（Ｄｏｂｒｏｗ 和 Ｔｏｓｔｉ⁃Ｋｈａｒａｓ，２０１２） ［２０］。 再者，精神型领导

还能增强员工的工作意义性感知。 Ｐｏｄｏｌｎｙ 等（２００４） ［２１］认为，领导制定的目标、愿景会影响个体对于

所从事职业的意义性认知。 精神型领导所倡导的愿景实现了个人与组织目标的高度协调，这会使员

工明白高效高质完成工作不仅对自己有利，还对领导、组织乃至整个社会有利，由此促使员工体会到

工作的意义；另外，领导对工作环境、任务的反应以及对员工的态度也会影响个体对于工作意义性的

理解（Ｐｏｄｏｌｎｙ 等，２００４） ［２１］。 精神型领导关爱员工，为员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营造有利于员工成

长的组织环境，这能促使员工感知到来自于组织的重视，体会到工作的意义。 反之，由于当下社会竞

争中过度的压力和焦虑，往往导致员工缺乏对于工作和生活的基本信仰，出现精神世界的“荒漠化”。
如果领导者不能及时有效地满足员工的精神性需要，将会持续扩大员工的消极精神体验，进而抑制其

工作热情，产生消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邓志华，２０１６） ［２２］。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精神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的职业呼唤。
４． 自主性动机的中介作用

自我决定理论揭示了组织情境因素促使个体外在动机内化的基本路线，该理论认为，能够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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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自主、能力和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的情境因素，是促成自主性动机的重要途径。 那么，精神

型领导能否满足个体基本心理需要，从而促使自主性动机的产生呢？ 再者，具备自主性动机的员工

能够表现出更积极的工作结果（Ａｍａｂｉｌｅ，１９８５） ［２３］。 那么，自主性动机能否激发员工的职业呼唤

呢？ 本文从精神型领导影响员工自主性动机以及自主性动机影响职业呼唤两个方面对自主性动机

中介作用存在的依据进行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自主性心理需求的满足来源于两个方面：完成任务过程中所感知到的心理自

由以及听取领导建议过程中所感知到的自主满意度（Ｂｒｏｅｃｋ 等，２０１０） ［２４］。 精神型领导倡导组织与个

人利益协调的愿景，这使得员工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感知到更多的工作意义、心理自由和较少的

压力，并且精神型领导关心、器重员工，在与员工互动过程中会重视上下反馈，竭力满足员工的需要，
这既能使精神型领导的建议和任务得到贯彻，同时，还能提高员工在互动过程中的满意度。 其次，精
神型领导通过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以及增强员工的心理资源而有助于满足员工的能力需要。
一方面，精神型领导关心员工的真实需要，会为员工提供展示自我和培训的机会，并且还会将员工的

能力与相应的工作岗位和任务相匹配，从而促进员工的职业发展；另一方面，精神型领导能使员工感

知到较小的职业压力，并体会到工作与生命意义的联结，由此，员工能拥有更多的心理资源，而这对于

员工能力的形成至关重要。 最后，精神型领导能够满足员工的关系需要。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关系需

要的满足来源于他人的赞赏以及员工与他人建立的亲密关系。 精神型领导会赞扬员工已有的工作成

果，向员工传递能够实现目标的信念。 并且，以员工为中心满足精神性需要的特质还会使得员工感知

到来自于领导和组织的尊重，进而提升员工对于领导的认同度，建立起亲密的上下级关系。 综上，精
神型领导能够满足员工自主、能力和关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进而促进自主性动机的产生。

自主性动机能够引致正向积极的情感体验（郭桂梅和段兴民，２００８） ［２５］，与个体最佳工作状态

显著正相关，例如职业承诺、生活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等（Ｊｕｄｇｅ 等，２００５） ［２６］。 职业呼唤是能够带

来员工较高水平的工作满意度、组织依附和组织公民行为的积极心理构念，因此，与员工内在化动

机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赵海霞和郑晓明（２０１３） ［２７］也认为，职业呼唤强的员工通常也会有较高的内

在动机。 另外，Ｈｉｒｓｃｈｉ（２０１１） ［２８］的研究结论揭示了具备职业呼唤的个体还需具备较高程度的职业

认同感、职业承诺和职业自信等特点，而这些特点与自主性动机紧密相关。 最后，从自主性动机的

认同和内部动机维度来看，对于工作的认同能使员工感知到与工作环境的匹配并体验到工作的意

义；内部动机的员工对于工作有极大的热情，他们参与工作仅仅是出于一种贡献的意愿（Ｄｅｃｉ 和
Ｒｙａｎ，２０００） ［２９］，因此，他们在工作动机中能体现利他性和亲社会性，而职业呼唤的本质特征就是意

义性和亲社会性（Ｅｌａｎｇｏｖａｎ，２０１０） ［３０］。 因此，自主性动机能够促进员工职业呼唤的产生。
前文已经指出，精神型领导影响员工职业呼唤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心理认知的过

程，自主性动机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心理认知过程的重要方面。 精神型领导之所以与员工职业呼唤

显著正相关，可能正是因为精神型领导激发了员工的自主性动机，而自主性动机又能够积极作用于

职业呼唤。 综合上述分析，一个合理的推论是，精神型领导是通过影响员工的自主性动机来间接影

响其职业呼唤的。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员工的自主性动机在精神型领导影响员工职业呼唤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５． 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作用

Ｈｏｆｓｔｅｄｅ（１９９８） ［３１］在跨文化研究中将权力距离定义为社会对于权力分配不平等现象的认可程

度，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高权力距离特征。 Ｃｌｕｇｓｔｏｎ 等（２０１０） ［３２］ 将权力距离引申至组织情境，并
将其界定为员工对于领导 －下属之间权力差异现象的认可程度。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平等理

念渐入人心，社会成员之间权力距离的差异逐渐增加（李劲松，２０１３） ［３３］，反映在组织中则是员工更

加独立，不再对领导言听计从，敢于挑战权威（廖建桥等，２０１０） ［３４］。 这启示我们，领导行为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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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体权力距离倾向高低的影响。 以个体权力距离倾向为边界条件，探究转

型期中国社会的领导行为对不同权力距离倾向员工的影响效用，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高权力距离倾向的个体会认为领导与员工间的权力差异是合法的，应该积极维护这种等级差

异；低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则对组织内权力分配不平等感到厌恶。 低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似乎更

容易受到精神型领导的影响，因为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更近，更有可能产生高频率、高质量的互动，
然而，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Ｓｃｈａｕｂｒｏｅｃｋ 等（２００７） ［３５］研究发现，高权力距离倾向的个体对于上级权

威的认可度更高，进而会按照领导期望的方式对自身态度和行为进行调整；而低权力距离倾向的员

工更加独立，敢于挑战权威，因此，他们的心理认知和行为受领导的影响较小。 再者，与变革型领导

强调组织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不同，精神型领导实现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协调，因此，高权力距

离倾向个体在认可权威合法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还会发自内心基于维护个体和组织共同利益的动

机而接受精神型领导的影响。 此外，不同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对于领导行为的期望程度是不同的，
这也会影响领导行为有效性的发挥。 低权力距离倾向的个体认为，他们与领导之间应该是平等的，
因此，他们认为受到领导的关怀和尊重是理所应当的；而高权力距离倾向的个体尊重和维护权威，
他们并不关心自身是否受到领导的关心和平等对待。 也就是说，他们对于领导对待自己的期望较

低，而倘若领导展现出精神型领导行为，比如对于个人利益的重视和关注员工精神性需要的满足，
就会超出高权利距离倾向员工的心理期望，并对其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 进一步，高权力距离倾向

的个体基于互惠心理还会从内心感激精神型领导，由此促使他们认可和践行精神型领导倡导的价

值观，进而产出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 综上，精神型领导对于高权力距离倾向个体的影响会更

大。 结合假设 Ｈ１ 精神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的职业呼唤，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ａ：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正向调节精神型领导与员工职业呼唤之间的关系，即对高权力距离

倾向的员工，精神型领导与员工职业呼唤之间的积极关系会更加显著。
假设 Ｈ２ 和假设 Ｈ３ａ共同构成了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首先，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正向调节精神

型领导与员工职业呼唤之间的关系；其次，员工的自主性动机在精神型领导影响员工职业呼唤的过

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据此，提出本文中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ｂ：精神型领导与员工权力距离倾向的交互效应以自主性动机为中介，影响员工的职业呼唤，

即对于高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精神型领导对员工自主性动机的正向影响越大，相应地对员工职业

呼唤的正向影响越大。
综上，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研究框架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三、 研究方法

１． 研究取样

本研究采用在线填写和现场填写两种方式，共收集问卷 ４２１ 份。 问卷调查主要选择四川、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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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湖南的三家事业单位、两家政府机构和五家企业进行调研。 依据问卷是否潦草、选项是否具有规

律的标准，剔除无效问卷 ５８ 份，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３６３ 份，有效率达 ８６ ４３％ 。 所有被试人员中，男
性达 ４７ ４％ ，女性达 ５２ ６％ ，性别分布较为均衡；年龄方面，１９ ６％是 ２５ 岁以下，１６ ８％是 ２６ ～ ３０
岁，１８ ５％是 ３１ ～ ３５ 岁，４５ １％是 ３５ 岁以上；教育程度方面，３２ ８％是大专及以下，５１ ５％是本科，
１５ ７％是硕士及以上；收入方面，３２ ８％ 在 ３０００ 元 ／月以下，３５ ５％ 在 ３００１ ～ ５０００ 元 ／月之间，
１６ ５％在５００１ ～ ８０００元 ／月之间，１５ ２％在 ８０００ 元 ／月以上；组织类型方面，３６ ４％ 是企业，３４ ４％
是事业单位，２８ ４％是政府机构，样本在组织类型上分布均匀。

２． 变量测量与效度

变量测量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法，量表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精神型领导，第二部分是

自主性动机，第三部分是职业呼唤，第四部分是权力距离倾向，第五部分是个人信息。
（１）精神型领导。 采用 Ｆｒｙ 等（２００５）［３６］编制的问卷，共１７ 个题项。 其中１ ～５ 题对应愿景，如“企业

愿景能够激发我取得较好的结果”；６ ～１０ 题对应信念，如“我为工作设置有一定难度的目标”；１１ ～１７ 题

对应利他之爱，如“我的组织非常关心员工”。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２７。
（２）自主性动机。 采用 Ｇａｇｎｅ 等（２０１１） ［３７］编制的工作场所动机量表中的自主性动机部分，该部

分包括六个题项。 其中 １ ～３ 题对应内部动机维度，如“因为工作能带给我很多乐趣”；４ ～ ６ 题对应认

同维度，如“因为努力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０１。
（３）职业呼唤。 采用 Ｄｏｂｒｏｗ 和 Ｔｏｓｔｉ⁃Ｋｈａｒａｓ（２０１１） ［１２］ 编制的 １２ＣＳ 量表，该量表为单维量表，

强调职业呼唤源于内外部综合力量，指向领域是泛化的职业，应用最为广泛。 １２ＣＳ 包含 １２ 个题

项，如“如果不认真工作，我的存在就会大大失去意义” “我的工作将永远是我人生中的一部分”。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为 ０ ９２７。

（４）权力距离倾向。 采用 Ｄｏｒｆｍａｎ 和 Ｈｏｗｅｌｌ（１９８８） ［３８］ 编制的员工权力距离导向量表，该量表

为单维量表，应用广泛，包括六个题项，如“领导做决策时不需要征询我的意见”“领导不应该和员

工存在工作以外的交流”。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系数为 ０ ７３７。
（５）控制变量。 Ｐｒａｔｔ 和 Ａｓｈｆｏｒｔｈ（２００３） ［３９］ 研究发现，男性与女性的呼唤影响因素是不同的；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和 Ｃａｄｄｅｌｌ（１９９４） ［４０］的研究发现，收入水平会正向影响呼唤；Ｄｏｂｒｏｗ（２００９） ［４１］ 则发现，个
体的呼唤是不稳定的，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改变；Ｄｕｆｆｙ 和 Ａｕｔｉｎ（２０１３） ［４２］认为，呼唤与个体的教

育程度显著正相关，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实现职业呼唤的可能性越大。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本研

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收入、年龄和教育程度。
（６）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 ＡＭＯＳ２１ ０ 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不同变量之

间的区分效度。 由表 １ 可知，精神型领导、自主性动机、职业呼唤和权力距离倾向构成的四因子模

型拟合最好（χ２ ＝ １２２９ ５０４，ｄｆ ＝ ７０７，χ２ ／ ｄｆ ＝ １ ７３９；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５； ＣＦＩ ＝ ０ ９４８； ＴＬＩ ＝ ０ ９４０），并
且显著优于其他三个因子模型。 因此，本研究的四个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Ｎ ＝ ３６３）

模型 χ２ ｄｆ χ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ＣＦＩ ＴＬＩ

四因子：ＳＬ，ＡＭ，ＣＣ，ＰＤ １２２９ ５０４ ７０７ １ ７３９ ０ ０４５ ０ ９４８ ０ ９４０

三因子：ＳＬ ＋ ＡＭ，ＣＣ，ＰＤ ３７０１ ２２１ ７７６ ４ ７１０ ０ １０２ ０ ７０８ ０ ６９２

二因子：ＳＬ ＋ ＡＭ，ＣＣ ＋ ＰＤ ４２６０ ５８４ ７７８ ５ ４７６ ０ １１１ ０ ６５３ ０ ６３４

单因子：ＳＬ ＋ ＡＭ ＋ ＣＣ ＋ ＰＤ ４９２８ ７２７ ７７９ ６ ３２７ ０ １２１ ０ ５８６ ０ ５６４

　 　 注：ＳＬ ＝ 精神型领导；ＡＭ ＝ 自主性动机；ＣＣ ＝ 职业呼唤，ＰＤ ＝ 权力距离倾向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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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ＡＭＯＳ２１ ０ 和 Ｍｐｌｕｓ７ ０ 进行统计分析。 具体操作程序如下：首先，进行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其次，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最后，参考叶宝娟和温忠麟（２０１３） ［４３］ 总结的有中

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程序对本研究的主效应、自主性动机的中介效应以及权力距离倾向有中介的调

节效应进行检验。

四、 研究结果

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鉴于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且测量变量均来自于同一被试员工的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

法偏差问题，因此，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方法（周浩和龙立荣，２００４） ［４４］和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变

量法（熊红星等，２０１２） ［４５］ 对本文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进行检测。 首先，本文进行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将研究变量的所有题项在同一个公因子上负荷，构建单因子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该模型的拟合指标。 由表 １ 可知，单因子模型的拟合情况非常不理想（χ２ ＝
４９２８ ７２７，ｄｆ ＝７７９，χ２ ／ ｄｆ ＝６ ３２７；ＲＭＳＥＡ ＝ ０ １２１；ＣＦＩ ＝ ０ ５８６；ＴＬＩ ＝ ０ ５６４）。 另外，共同方法因子仅

解释了 ３７ １％的方法变异，低于 ５０％的阈值（Ｈａｉｒ，１９９８） ［４６］。 这意味着本文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

不严重。 鉴于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方法只能粗略地检验共同方法偏差（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 等，２００３［４７］；周浩和

龙立荣，２００４［４４］），接下来本文运用控制未测单一方法潜变量法对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开展进一步的检

测。 具体操作方法是把共同方法偏差作为潜变量纳入到本文的四因子模型中去，将所有测量题项在

此潜变量上负荷，然后比较两个模型的拟合度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分析结果显示，新建立的五因子模

型的各项拟合值良好（χ２ ＝ １２１５ １２７，ｄｆ ＝ ７０２，χ２ ／ ｄｆ ＝ １ ７３１；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５；ＣＦＩ ＝ ０ ９４９；ＴＬＩ ＝ ０ ９４０）。
但是，与本文四因子模型相比，拟合状况改善程度并不大：ＣＦＩ 仅提升了０ ００１，ＴＬＩ 无变化，远远低于０ ０５
的标准（Ｂａｇｏｚｚｉ 和 Ｙｉ，１９９０）［４８］。 综上，可以判定，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２．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２ 是所有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性分析结果。 由表 ２ 可知，精神型领导与员工的自主性

动机和职业呼唤显著相关（β ＝ ０ ６９，ｐ ＜ ０ ０１；β ＝ ０ ６７，ｐ ＜ ０ ０１）；员工的自主性动机与职业呼唤也显

著相关（β ＝０ ６８，ｐ ＜０ ０１）。 相关性分析结果为接下来主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提供了依据。
表 ２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Ｎ ＝ ３６３）

变量 ＳＥＸ ＥＤＵ ＡＧＥ ＩＮＣ ＳＬ ＡＭ ＣＣ ＰＤ
ＡＶＧ １ ５６ １ ５９ ３ ８７ ３ １２ ５ ２６ ５ ４３ ５ １８ １ ８２
ＳＤ ０ ５０ ０ ６５ １ ２３ １ ０７ ０ ８９ ０ ９９ ０ ９７ ０ ６１
ＳＥＸ —
ＥＤＵ ０ １４∗∗ —
ＡＧＥ － ０ １８∗∗ － ０ ２０∗∗ —
ＩＮＣ ０ ０５ ０ ３２∗∗ ０ ０５ —
ＳＬ ０ １３∗ － ０ ０４ － ０ ０３ ０ １７∗∗ —
ＡＭ ０ １１∗ － ０ ０６ － ０ ０８ ０ １６∗∗ ０ ６９∗∗ —
ＣＣ ０ １４∗∗ －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１２∗ ０ ６７∗∗ ０ ６８∗∗ —
ＰＤ ０ ０１ ０ ０６ ０ ０９ － ０ ０２ ０ １２∗ － ０ ４０∗∗ － ０ １５∗∗ —

　 　 注：ＳＥＸ 表示性别，ＥＤＵ 表示教育程度，ＡＧＥ 表示年龄，ＩＮＣ 表示收入水平，ＳＬ 表示精神型领导，ＡＭ 表示自主性动机，ＣＣ 表示

职业呼唤，ＰＤ 表示权力距离倾向；∗∗表示 ｐ ＜ ０ 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３． 假设检验

本文根据叶宝娟和温忠麟（２０１３） ［４３］ 总结的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程序，对假设模型进行检

验，所有的假设检验通过 Ｍｐｌｕｓ７ ０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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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将精神型领导、自主性动机、职业呼唤和权力距离倾向标准化为 Ｚ 分数，然后将相应的 Ｚ 分

数相乘得到交互作用项：精神型领导 ×权力距离倾向，自主性动机 ×权力距离倾向（交互作用项不是

标准化变量）。 依据回归方程（１）来检验主效应以及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作用。 结果如图 ２ 所示。
ＣＣ ＝ ｃ０ ＋ ｃ１ＳＬ ＋ ｃ２ＰＤ ＋ ｃ３ＳＬ × ＰＤ ＋ ｅ１ （１）

　 　 其中，ＣＣ 为员工的职业呼唤，ＳＬ 为精神型领导，ＰＤ 为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ＳＬ × ＰＤ 为精神型领导

与员工权力距离倾向的交互作用项，ｃ０ 为常数项，ｃ１、ｃ２ 和 ｃ３ 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ｅ１ 为回归残差项。

图 ２　 主效应和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效应检验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总效应检验：由图 ２ 可知，精神型领导显著正向影响员工的职业呼唤（ ｃ１ ＝ ０ ７２４，ｐ ＜ ０ ００１），
因此，本文假设 Ｈ１ 得到验证。

调节效应检验：由图 ２ 可知，精神型领导与员工权力距离倾向的交互项对员工职业呼唤的调节

效应显著（ｃ３ ＝ ０ １４２，ｐ ＜ ０ ００１），意味着权力距离倾向正向调节精神型领导对员工职业呼唤的影

响，假设 Ｈ３ａ成立。 根据 Ａｉｋｅｎ 等（１９９１） ［４９］归纳的简单坡度分析方法，将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效应

绘成图方便理解。 具体做法是，将中心化后的权力距离倾向分别取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和低于

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数值，然后分别做职业呼唤对精神型领导的回归分析，将结果绘制成图 ３。 由

图 ３ 可知，无论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如何，随着精神型领导水平的提升，职业呼唤的水平均相应提

高，再次证实了本文的假设 Ｈ１，即精神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职业呼唤。 再者，高权力距离倾向条件

下的回归直线更陡峭，职业呼唤对精神型领导的回归斜率值更大，说明精神型领导同等程度的变化

会引起高权力距离倾向员工的职业呼唤更大程度的改变，由此，较为清晰地表明权力距离倾向的正

向调节效应显著。 此结论为后面验证权力距离倾向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提供了前提。
（２）依据回归方程（２）：自主性动机对精神型领导、权力距离倾向、精神型领导与权力距离倾向

的交互作用项的回归；回归方程（３）：职业呼唤对精神型领导、权力距离倾向、精神型领导与权力距

离倾向的交互作用项、自主性动机、自主性动机与权力距离倾向的交互作用项的回归，来检验自主

性动机的中介作用以及权力距离倾向有中介的调节作用。 结果如图 ３ 所示。
ＡＭ ＝ ａ０ ＋ ａ１ＳＬ ＋ ａ２ＰＤ ＋ ａ３ＳＬ × ＰＤ ＋ ｅ２ （２）

　 　 其中，ＡＭ 为员工的自主性动机，ＳＬ 为精神型领导，ＰＤ 为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ＳＬ × ＰＤ 为精神

型领导与员工权力距离倾向的交互作用项，α０ 为常数项，α１、α２ 和 α３ 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ｅ２ 为回

归残差项。
ＣＣ ＝ ｃ′０ ＋ ｃ′１ＳＬ ＋ ｃ′２ＰＤ ＋ ｃ′３ＳＬ × ＰＤ ＋ ｂ１ＡＭ ＋ ｂ２ＡＭ × ＰＤ ＋ ｅ３ （３）

　 　 其中，ＣＣ 为员工的职业呼唤，ＳＬ 为精神型领导，ＰＤ 为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ＡＭ 为员工的自主

性动机，ＳＬ × ＰＤ 为精神型领导与员工权力距离倾向的交互作用项，ＡＭ × ＰＤ 为员工的自主性动机

５４１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２ 期



与权力距离倾向的交互项，ｃ′０ 为常数项，ｃ′１、ｃ′２、ｃ′３、ｂ１ 和 ｂ２ 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ｅ３ 为回归残差项。
中介效应检验：根据温忠麟等（２００４） ［５０］总结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如果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

总效应显著（方程（１）中的系数 ｃ１），自变量影响中介变量（方程（２）中的 ａ１）以及中介变量影响因

变量（方程（３）中的系数 ｂ１）的间接效应显著，则意味着中介效应成立。 如果此时自变量对因变量

的直接效应（方程（３）中的系数 ｃ′１）不显著，则中介变量发挥完全中介的作用，否则，中介变量发挥

部分中介作用。 本文中，由图 ２ 可知，精神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职业呼唤的总效应显著（ ｃ１ ＝
０ ７２４，ｐ ＜ ０ ００１）；由图 ４ 可知，精神型领导显著正向影响员工的自主性动机（ ａ１ ＝ ０ ８１０，ｐ ＜
０ ００１）；员工的自主性动机显著正向影响其职业呼唤（ｂ１ ＝ ０ ５１７，ｐ ＜ ０ ００１）；此时的精神型领导显

著正向影响员工职业呼唤（ｃ′１ ＝ ０ ３２５，ｐ ＜ ０ ０５）。 由此，意味着员工的自主性动机部分中介了精神

型领导对于员工职业呼唤的影响，假设 Ｈ２ 成立。

图 ３　 权力距离倾向在精神型领导与职业呼唤之间的调节效应图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根据叶宝娟和温忠麟（２０１３） ［４３］ 的观点，检验有中介的调节效应需要

以下三步：第一步，检验调节变量的调节效应是否显著（方程（１）中的系数 ｃ３）。 第二步，以下三个

条件至少一组成立，则说明有中介的调节模型成立：ａ． 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显著预测中介变

量（方程（２）中的系数 ａ３ 显著），并且中介变量能够显著预测因变量（方程（３）中的系数 ｂ１ 显著）；
ｂ． 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显著预测中介变量（方程（２）中的系数 ａ３ 显著），并且中介变量与调

节变量的交互项显著预测因变量（方程（３）中的系数 ｂ２ 显著）；ｃ． 自变量显著预测中介变量（方程

（２）中的系数 ａ１ 显著），并且中介变量与调节变量交互项显著预测因变量（方程（３）中的系数 ｂ２ 显

著）。 如果上述三个条件均不成立，则需要通过偏差校正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计算置信区间继续验证模型。
第三步，检验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能否显著预测因变量（方程（３）中的系数 ｃ′３），ｃ，３ 显著则说

明调节效应部分中介，不显著则说明调节效应完全中介。 在本文中，由图 ２ 可知，权力距离倾向的

调节作用显著（ｃ３ ＝ ０ １４２，ｐ ＜ ０ ００１）。 由图 ４ 可知，精神型领导与权力距离倾向的交互项显著预

测自主性动机（ａ３ ＝ ０ ２７６，ｐ ＜ ０ ００１），自主性动机显著预测职业呼唤（ｂ１ ＝ ０ ５１７，ｐ ＜ ０ ００１）。 第

二步中的条件 ａ 得以满足。 由此，意味着权力距离倾向在精神型领导与职业呼唤之间的调节效应

是经由自主性动机的中介来传导的。 也就是说，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在影响机制中表现为有中介

的调节效应，假设 Ｈ３ｂ成立。 再者，精神型领导与权力距离倾向的交互项对于员工职业呼唤的影响

不显著（ｃ′３ ＝ ０ １０７，ｐ ＝ ０ ３００），因此，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效应被自主性动机完全中介。 将调节效

应绘制成图方便理解，由图 ５ 可知，高权力距离倾向条件下的回归直线更加陡峭，这意味着精神型

领导在横轴上一定的改变量会引起高权力距离倾向员工的自主性动机在纵轴上更多的改变，进而

较为清晰地展现了精神型领导与权力距离倾向交互影响自主性动机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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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表 ３ 是本文三个回归方程的检验结果汇总表。 根据表 ３，将假设检验得出的系数标识到本

文的研究框架图的相应路径上，得到如图 ６ 所示的路径系数图。 图 ６ 清晰地展现本文的假设检验

情况。 另外，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效应 ｃ３ 为 ０ １４２，直接调节效应 ｃ，３ 为 ０ １０７，因此，经过中介变量

的间接调节效应为（ｃ３ － ｃ，３）为 ０ ０３５，占调节效应的 ２４ ６５％ 。

图 ４　 自主性动机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图 ５　 权力距离倾向在精神型领导与自主性动机之间的调节效应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表 ３ 回归方程检验结果（Ｎ ＝ ３６３）

预测变量
方程（１）职业呼唤 方程（２）自主性动机 方程（３）职业呼唤

β β β
精神型领导 ｃ１ ＝ ０ ７２４∗∗∗ ａ１ ＝ ０ ８１０∗∗∗ ｃ，１ ＝ ０ ３２５∗

权力距离倾向 ｃ２ ＝ － ０ ２７０∗∗∗ ａ２ ＝ － ０ ５８５∗∗∗ ｃ，２ ＝ － ０ ０１１
精神型领导 × 权力距离倾向 ｃ３ ＝ ０ １４２∗∗∗ ａ３ ＝ ０ ２７６∗∗∗ ｃ，３ ＝ ０ １０７
自主性动机 ｂ１ ＝ ０ ５１７∗∗∗

自主性动机 × 权力距离倾向 ｂ２ ＝ － ０ ０９０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五、 总结与展望

本文发现，精神型领导能够正向预测员工的职业呼唤，并且员工的自主性动机在二者之间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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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介的作用；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调节了精神型领导与员工职业呼唤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表现

为有中介的调节效应：精神型领导与员工自主性动机的交互作用通过自主性动机为中介，影响员工

职业呼唤。 也就是说，对于高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来说，精神型领导影响员工自主性动机更加强

烈，进而能够更积极地影响员工职业呼唤；而针对低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精神型领导激发员工自

主性动机的作用较小，进而对员工职业呼唤的影响同样较小。

图 ６　 路径系数图

注：∗∗∗表示 ｐ ＜ ０ ００１，∗表示 ｐ ＜ ０ ０５
资料来源：本文绘制

１． 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自我决定视角下精神型领导正向影响员工的职业呼唤。 如何激发员工的职业呼唤？ 学者

仅从宗教信仰、工作兴趣、核心自我评价和职业认知等个体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Ｊｏｈｎ 等，２０１５［６］；
Ｄｕｆｆ 等，２０１２［７］；Ｈａｒｚｅｒ 和 Ｒｕｃｈ，２０１２［８］；Ｘｉｅ 等，２０１６［９］）。 本文从组织层面拓展了职业呼唤的影响

因素研究，发现和证实了精神型领导能够正向预测员工职业呼唤。 这与 Ｆｒｙ（２００３） ［１９］ 发现的精神

型领导的作用逻辑，即通过满足个体呼唤和身份认同的精神性需要进而激发积极工作表现相互印

证。 更重要的是，本文从自我决定理论的视角寻找到了自主性动机这一把“钥匙”来揭示精神型领

导影响员工职业呼唤的内在路径，这既完善了 Ｆｒｙ（２００３） ［１９］关于精神型领导的作用逻辑，同时，也
为解释员工职业呼唤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回应了 Ｄｕｆｆｙ 和 Ｄｉｋ（２０１３） ［５］对于职业呼唤

研究要强化理论导向的呼吁。 今后，在职业呼唤研究中应当重视自我决定理论的运用。
（２）权力距离倾向的正向调节方向。 以往研究认为，领导行为应该与员工对权力距离的认知

保持一致（Ｔｒｉａｎｄｉｓｈ，１９９６） ［５１］。 据此，国内诸多研究（李劲松，２０１３［３３］；古银华，２０１６［５２］；段锦云和

黄彩云，２０１４［５３］；张燕和怀明云，２０１０［５４］；唐汉瑛等，２０１５［５５］ ）认为，员工权力距离倾向负向调节伦

理型领导、包容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威权型领导、谦卑型领导等领导行为与员工工作结果变量的关

系。 本文证实了权力距离倾向的正向调节作用。 这看似与以往的研究存在矛盾，实则是从领导 －
成员交换的角度对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作用进行的另一种分析：高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不仅会基

于维护权威而接受领导的影响，还会考虑到组织愿景对组织、个体的共同意义而增强对领导行为的

接纳程度。 因此，今后在研究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作用时，要结合领导行为的特质，多角度分析权

力距离倾向的调节方向，而不能一概而论是负向或者正向调节。
（３）有中介的调节效应。 员工的权力距离倾向是理解精神型领导的一面“镜子”。 也就是说，

精神型领导对于高权力距离倾向员工的影响会更加显著，而对于低权力距离倾向员工的影响相对

较弱。 再者，结合自主性动机的中介效应，权力距离倾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表现为有中介的调节效

应，即精神型领导与员工权力距离倾向的交互以自主性动机为中介，影响员工的职业呼唤。 与一般

仅考量中介或者调节效应的模型相比，本文通过有中介的调节效应，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揭示精

神型领导影响员工职业呼唤的内在机制与边界条件。
２． 管理启示

（１）领导在满足员工物质性需要的同时，要重视对于员工精神性需要的满足。 精神性需要（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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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和成员身份）的满足能够内在激励个体持续产出积极的工作态度和行为。 精神型领导的愿景、
信念和利他之爱能够激发员工的意义性和亲社会性感知，进而带来员工的职业呼唤。 这启示组织

管理者：首先，要基于组织的中长期目标来确立个人和组织共同认可的愿景，最重要的是要使员工

意识到工作目标的达成既能实现个人的意义，还对他人和组织，甚至整个社会有利；其次，管理者在

与员工交流沟通过程中，要向员工传递愿景一定能够实现的信念，以此来增强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让员工感知到人职匹配，具体方式可以包括奖励员工已有的工作成果，通过榜样效应来强化员工对

于工作目标的信念等；再者，管理者要多关心员工的工作状态，特别是员工的职业呼唤实现情况。
基于动态的角度，职业呼唤可能存在“实现呼唤”“寻找呼唤”和“无法实现的呼唤”三种状态，后两

种状态会对工作产生消极影响（Ｄｏｂｒｏｗ，２０１３） ［５６］。 因此，需要对后面两种状态提供包括业务指导、
意义性教育和职业重塑在内的企业培训，进而及时制止其消极作用，帮助员工实现职业呼唤。 另

外，已有学者开发验证了测量职业呼唤实现情况的量表（Ｄｕｆｆｙ 等，２０１２） ［７］，领导可以将此量表应

用于员工职业呼唤的培育上，以更精准、更全面地把握员工职业呼唤的实现情况。
（２）员工的自主性动机传导了精神型领导对员工职业呼唤的影响，因此，在帮助员工实现职业

呼唤的过程中，领导要积极促使员工自主性动机的产生。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满足自主、能力和关

系这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是促使自主性动机产生的关键，这启示组织管理者：首先，制定目标要考虑

员工的利益，在员工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要充分授权，建立顺畅的双向沟通反馈机制以满足员工的自

主性心理需要；其次，要加大对员工能力的培养，具体方式可以包括技能培训、人岗匹配以及组织内

轮岗等；另外，还需通过减轻压力、促使工作 －家庭平衡等方式来增加员工心理资源，由此满足员工的

能力性心理需要；最后，要以员工为中心，赞赏已完成的工作任务，传递目标能够实现的信念，在组织

承受的限度内满足员工的需要，由此建立良好的领导 －员工人际关系，满足员工的关系性心理需要。
（３）精神型领导对员工职业呼唤的影响是有一定边界条件的，领导应针对不同权力距离倾向的员

工，有针对性地展现精神型领导行为，以激发员工的职业呼唤。 权力距离倾向的正向调节方向启示组

织管理者：不能武断地认为精神型领导行为对低权力距离倾向员工的影响更大，而对高权力距离倾向

员工影响较小。 实际上，不管个体的权力距离倾向如何，员工都希望领导能够关心和重视下属，这是个体

的基本心理需要。 相反，由于高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认为他们与领导的权力差异是合理的，因而高权力

距离倾向的员工对于领导行为的期望值相较于低权力距离倾向的员工会更低。 因此，当面对精神型领导

行为时，高权利距离倾向的员工往往会更加敏感，更容易满足自己的需求，进而产生积极的回应。
３． 不足与展望

本文依然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一，本文主要是针对中西部省份的企事业

单位和政府机构员工发放问卷，样本的代表性可能存在不足；第二，本文基于横截面数据分析变量

关系，虽然研究结果与假设一致，但是仍然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第三，由于研究数据来自于员工的

自我评价，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对于研究结论准确性的影响。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一是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以探讨不同职业群体

员工职业呼唤的差异性，对比分析不同职业群体的精神型领导影响员工职业呼唤时的情景条件，并
且可以尝试通过纵向研究的方式来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 二是对比分析不同领导风格对员工职业

呼唤的影响差异。 本文探讨了精神型领导对员工职业呼唤的影响，还有学者认为，变革型领导也可

能会对员工职业呼唤具有积极作用（赵海霞和郑晓明，２０１３） ［２７］，因此，未来可以尝试探讨变革型领

导等领导行为对员工职业呼唤的影响机制，并可以进行不同领导行为影响效应的比较，以探讨与员

工职业呼唤关联度最强的领导行为。 三是本文仅仅找到了自主性动机这一把开启职业呼唤“黑
箱”的“钥匙”，未来研究需要探寻更多的“钥匙”，比如职业呼唤本质是一种内在心理构念，因此，从
个体特质，比如自主导向、正向特质以及核心自我评价等方面探讨职业呼唤的影响因素就很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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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最后，职业呼唤也会有消极的一面，特别是呼唤指向的领域与员工实际工作不匹配时，可能会

导致员工忽视组织目标甚至产生离职行为（Ｅｌａｎｇｏｖａｎ 等，２０１０） ［４］。 据此，未来研究可以把员工 －
组织匹配程度视为调节变量来探究职业呼唤发生作用的边界条件及其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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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周浩，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Ｊ］ ． 北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４，（６）：９４２ － ９５０．
［４５］熊红星，张璟，叶宝娟，郑雪，孙配贞． 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及其统计控制途径的模型分析［Ｊ］ ． 北京：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２，

（５）：７５７ － ７６９．
［４６］Ｈａｉｒ，Ｊ． Ｆ． ，Ｒ． Ｅ．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Ｒ． Ｌ． Ｔａｔｈａｍ，ａｎｄ Ｗ． Ｃ． Ｂｌａｃｋ．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 Ｕｐｐｅｒ Ｓａｄｄｌｅ Ｒｉｖｅｒ，ＮＪ：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１９９８．
［４７］Ｐｏｄｓａｋｏｆｆ，Ｐ． Ｍ． ，Ｓ． Ｂ．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Ｊ． Ｙ． Ｌｅ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ｉａｓｅｓ ｉ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５）：８７９ － ９０３．
［４８］Ｂａｇｏｚｚｉ，Ｒ． Ｐ． ，ａｎｄ Ｙ． Ｙｉ．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ｔｒａｉｔ⁃ｍｕｌｔｉｍｅｔｈｏｄ Ｍａｔｒｉｃｅ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Ｗｏｒｋ［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０，（７５）：５４７ － ５６０．
［４９］Ａｉｋｅｎ，Ｌ． Ｓ． ，ａｎｄ Ｓ． Ｇ． Ｗｅｓｔ．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Ｍ］． Ｎｅｗｂｕｒｙ Ｐａｒｋ． ＣＡ：Ｓａｇｅ，１９９１．
［５０］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Ｊ］ ． 北京：心理学报，２００４，（５）：６１４ － ６２０．
［５１］Ｔｒｉａｎｄｉｓｈ．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ｓｔ，１９９６，５１（４）：４０７ － ４１５．
［５２］古银华． 包容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Ｊ］ ． 北京：经济管理，２０１６，（４）：９３ － １０３．
［５３］段锦云，黄彩云． 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建言的影响机制再探：自我决定的视角［Ｊ］ ． 天津：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１４，（４）：９８ － １０９．
［５４］张燕，怀明云． 威权式领导行为对下属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研究———下属权力距离的调节作用［ Ｊ］ ． 北京：管理评论，

２０１２，（１１）：９７ － １０５．
［５５］唐汉瑛，龙立荣，周如意． 谦卑领导行为与下属工作投入：有中介的调节模型［Ｊ］ ． 哈尔滨：管理科学，２０１５，（３）：７７ － ８９．
［５６］Ｄｏｂｒｏｗ，Ｓ． 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Ｃａｌｌｉｎｇ：Ａ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ｕｓｉｃｉａｎ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１３，（４）：４３１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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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ＨＩ Ｊｉａ⁃ｍｉｎｇ１，ＺＨＡＯ Ｓｈｕ⁃ｓｏｎｇ２，ＷＵ Ｙｕ⁃ｈａｎ３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１００５８，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Ｈｕｎａｎ，４１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３．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 Ａｎｄｒｅｗｓ，Ｓｔ Ａｎｄｒｅｗｓ，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ａｙ ｔｏ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ｏｎｌｙ Ｊｏｈ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Ｄｕｆｆ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Ｈａｒｚｅｒ ａｎｄ Ｒｕｃｈ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Ｘ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ｊｏｂ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ｃｏｒ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ｒｏｌｅ ｂ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Ｂｅｓｉｄｅｓ，Ｄｏｂｒｏｗ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３６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ｄｒａ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ｗａ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Ｉｎ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ｏｒｄ，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ｐｏｗｅｒ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ｅｄ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ｌｉ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ｔ ｆｉｒｓｔ，ｉｔ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ｉｔ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ｋｅｙ” ｏｆ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ｐａｔｈ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ｗｈｉｃｈ ｅｃｈｏｅｓ
Ｄｕｆｆｙｓ ａｎｄ Ｄｉｋｓ （ ２０１３ ） ａｐｐｅａｌ ｆ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ｒｅｅｒ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Ｔｈｕｓ， ｓｅｌ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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